
摘要：鄂豫皖蘇區是中共推展蘇維埃革命的產物。在該革命場域，中共民眾動員大

體歷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仇恨驅動的；第二階段是由土改形塑的；第三階段

重點是反富農的再動員。這三階段民眾動員進程中，中共革命在克服與適應內在困境

中發生d關鍵性的革命理想、革命目的及革命手段之間的異化與畸變。革命的崇高理

想即成為道德面子，並成為政治布局的服務藉口。當所謂革命崇高理想無法實現時，

不擇手段即泛濫成災，最後的結果也只能是「手段綁架理想」。本文從政治社會史維度

重點對中共革命的動員進程、革命畸變及其革命正義道德的消解幾個層面進行解讀與

剖析，探討中共革命的歷史社會基礎、內在困境及其衍生的當代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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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及國共合作時期，未提出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1。

國共合作破裂後，在蘇聯及共產國際主導下，中共中央才將蘇維埃作為工農民

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形式接受下來，並把建立蘇維埃政權作為革命的中心任務來

抓2。就「蘇維埃」一詞而言，它是俄文qnber（英文為soviet）的漢語音譯外來詞，

原為「代表會議」或「會議」的意思。隨x它的強力傳入，中國大地的多處角落在

1920至30年代爆發了轟轟烈烈的蘇維埃革命，建立了頗多革命根據地（即「蘇

區」），比如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湘鄂川黔蘇區、鄂豫陝蘇區、

川陝蘇區、陝甘蘇區等。

中國蘇維埃革命的民眾動員之路
——鄂豫皖蘇區史論析（1920－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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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安徽大學農村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重點項目資助」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項目名

稱為「皖西革命及其鄉村社會變遷實證研究」（項目代碼：SK2013A015）；亦為「安徽大

學博士科研啟動經費項目資助」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項目名稱為「蘇維埃革命及其民

眾動員之路」（項目代碼：33190110）。本文在寫作與修改過程中，曾與蕭功秦、湯奇

學、王邦虎、陸發春等老師有過深入交流、討論，在審稿過程中，亦得到匿名審稿老師

多次包容性賜教，在此謹致謝忱。但本文論點如有誤謬，由筆者自負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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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鄂豫皖蘇區史為中心，重點闡釋蘇維埃革命中的民眾動員過程。鄂

豫皖蘇區是中共推展蘇維埃革命的產物，其持續的時間段大概從1920年一直到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反圍剿不利、不得不遠走他鄉為止。其主導地域主要是

大別山區，但演變極為頻繁，是先後由黃麻暴動、商南暴動、六霍暴動等烈火

燎原而成的一塊根據地。在戰爭狀態下，其範圍大小變化不定。1931年鄂豫皖

特區蘇維埃政府由河口遷入新集，定新集為省會，全區行政區劃共有二十餘

縣，包括光山、羅山、商城、新縣、固始、六安、霍山、霍邱、金寨、英山、

黃安、麻城、黃陂、羅田、孝感、黃岡、黃梅、廣濟、蘄春、蘄水等；蘇區四

周各縣均為不完整地區，各縣城曾被紅軍佔領過，有七個縣全境為蘇區中心鞏

固的根據地3。

在這個蘇維埃革命場域=，中共黨人領導、推行了一場通盤性的政治、社

會革命。它是旨在促成整體性、暴力性社會變動的一場運動，革命對象包括權

力體系、階級體系及話語體系。它以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為指歸，以階級鬥

爭暴力行為形式來進行反帝、反封建及反國民黨鬥爭，以取得政權為最終目

標，反映的是不可調和的暴力性階級顛覆活動。

那麼，這種特性的蘇維埃革命在鄂豫皖蘇區是怎樣被動員起來的？經歷了

怎樣的動員過程？其間泛起了怎樣的動員困境？統合結果如何？

一　動員進程

以往中共官方視域內的黨史及地方革命史研究，一般都認為蘇維埃革命多

半是因為軍閥、帝國主義在鄉村的基礎——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等舊惡勢力——

對鄉村的盤剝及農民的絕對窮困所致，然後中共黨人一來到鄉村，通過宣教共

產主義革命的理念及鬥爭方式，農民就會順其自然地匯入革命洪流。應該說，

這種庸俗的經濟決定論的歷史¡事模式，一直以來都被固化為標準模式來教化

後革命年代的芸芸眾生。現在比照真實的歷史來看，有些說法值得進一步推

敲、審視。歷史的本相其實非常弔詭。

自辛亥革命已降，中國即進入由傳統的王朝體制逐步向民族國家體制過渡

的大轉型時代。但是，這個大轉型時代依然未改變中國「強政府、弱社會」式極

權樣態，且帶來頗多劇烈的碎片化陣痛——列強強盜化、軍閥土匪化、土匪軍

閥化、基層官員武劣化，造成國家四分五裂。大極權雖已逐漸式微，而區域小

極權卻在加強。這種碎片化的陣痛在鄉村加劇，既造成結構性的矛盾及仇恨，

也帶來私怨性的矛盾及仇恨，比如官民矛盾及仇恨、貧富矛盾及仇恨，等等。

這些矛盾及仇恨大小不一、形式多樣，並以各種方式散落在鄉村各個角落。與

此同時，雖然科舉制度已被取消，但鄉村人們通過讀書來改善自身及家庭處境

的心態卻未改變。因此，不少地富家庭的子弟被長輩送到更加開放的大中小城

市去讀書。處在內憂外患危機氛圍中，這些人在讀書求學的過程中也變得易於

接受新觀念，他們的國民身份意識及國族意識得到進一步啟蒙，道德激情與優

越感得到進一步提升，而這種提升又促使他們總是在追求一種更為完滿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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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社會。於是，處在青春期的他們普遍懷有某種浪漫主義心態，開始讀書不忘救

國，並謀求現實社會的急切改良。

其中的頗多一些人，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從讀書不忘救國走向讀書不忘革

命，開始接觸激進主義新組織與新思想，比如中共組織及共產主義觀念。他們最

初踐行艱辛的城市運動，包括利用如師徒、同學、同鄉、同宗關係等傳統「社會資

本」進行串黨、串團活動等。當然在這期間，他們也因各種因素，如放假、畢業、

軍閥鎮壓及受中共上級委派等，開始回到鄉村推展鄉村農民運動。總體來說，在

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清黨運動之前，鄉村革命運動還是涓涓細流，但之後，

這些革命知識份子在城市已無存活的安全保障，於是大批轉入鄉村，在自己的家

鄉進行鄉村革命運動。他們前期偏向聯絡地方精英，後期專注聯絡農民4。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革命知識份子回鄉進行革命動員，因熟稔當地的人文

社會生態，有x自身的地緣優勢。經過一番試錯、調整後，他們沒有過多傳播

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及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而是撿拾中共不斷激進化的農民

運動政策，通過這些鄉村長久積澱的「日常行為軌制」，包括既存的「串親戚」、

「交朋友」、「談天」、「唱山歌」等方式不斷深入鄉村。這些回鄉革命知識份子最

為厲害的地方，就是組織農民成立農民協會，並用階級矛盾及仇恨去整合前文

所言的散落在鄉村的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這樣，不管是結構性的還是私怨

性的矛盾與仇恨，都被整合到階級矛盾及仇恨的框架之內。一旦整合，鄉村豪

紳地主及貪官污吏等舊惡勢力，也就成了農民近在咫尺的階級敵人，下鄉革命

知識份子領導的鄉村鬥爭也就具有階級鬥爭的深刻含義。不過，鄉村大規模的

政治鬥爭卻是由日常鬥爭引導而來的，包括借糧運動、減租減息運動及「五抗」

運動（抗租、抗債、抗糧、抗捐、抗稅）等。最初，這些日常鬥爭很多以和平方

式解決，但間中也難免擦槍走火，最後走向了群體性武裝鬥爭的境地。一旦進

入此種境地，頗多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即開始逃跑，有的逃到大城市，有的逃

到中小城市。因此，為了制止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逃跑，革命知識份子領導的

農民協會就會進行清算運動，從鎮壓名副其實的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開始，隨

後即步入專橫與擴大化的狂歡。在清算的過程中，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在鄉村

的威風被打壓下去，而農民在鎮壓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立威肉刑之中抒發、

釋放了無以復加的仇恨感，同時也獲得實實在在的包括浮財在內的物質利益。

但是，逃跑的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亦不是等閒之輩，他們也會組織起來進行報

復與反報復、復仇與反復仇。職是之故，鄉村階級界限及仇恨意識毫無疑問已

在敵對階級血淚四濺之中夯實。如此，鄉村階級革命就難免不異化為鄉村地域

性的械鬥。因此，這個時期的民眾動員更多是由情感驅動的，仇恨及憤怒是革

命暴動的真正動力源泉，而平分土地並非革命緣起的充分條件。例如鄂豫皖蘇

區最早暴動的鄂豫邊黃麻地區，此地農民在國共分裂前即有暴動，但是平分土

地卻是1929年春之事。可見，土改並非革命暴動之充分條件。正因為是情感和

仇恨的驅動，這個時期，暴動難免帶有半自發性特徵，同時也更多地兼具無序

性。第一階段是由仇恨驅動的。

第二階段是土改的形塑。我們都知道，維持革命的績效需要一個穩定的後

方提供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支援，於是中共開始在暴動區域努力恢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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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立一個非同尋常的蘇維埃政府及中共黨政軍群組織。土改是這個時期民眾

動員運作的標誌性事件。土改立竿見影地滿足了農民獲得土地的期望，因此農

民都願意加入蘇維埃政府及中共黨政軍群組織，而他們一旦加入中共的黨政軍

群組織，同時又會帶來社會地位的升抬。因此，中共通過組織化動員，達到組

織資源的一元化。筆者把這套組織資源一元化的體制稱為「軍事全能主義」體

制。在這套體制=，農民逐步黨國化，即使是大刀會等民間組織及其他農村婦

女群體，中共也會通過各種途徑，將其納入革命陣營之中。農民一旦在物質利

益及社會地位上升機會的激勵之下進入中共黨政軍群組織，就會成為中共政

治、經濟、話語壟斷的追隨者，中共及蘇維埃政權指向哪=，那些底層農民就

會將階級對立的怒火噴射到哪=。但革命畢竟是大規模的暴力性集體行動，隨

x國民黨圍剿的加劇，這種民眾動員的強度也會水漲船高，而一些因長期革命

讓其失去既得利益的農民，就會對中共及蘇維埃政權產生陽奉陰違、虛與委蛇

的表現，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共民眾動員就會以自己已經掌握的一套組

織系統，以各種動員的技藝來達至革命的目標，這種情況愈是到蘇維埃革命後

期愈是明顯5。 另外，中共對異類的懲罰也一直在警示x民眾，激情背後是無

處不在的凝視與猜疑，不服從組織動員的目的，隨時就有被劃為富農成份的「反

動份子」、「反革命份子」的危險。至於革命組織內被劃為富農成份的「反動份

子」、「反革命份子」的異類，中共也會以肅反等方式來達到民眾再動員的目的。

第三階段是反富農的再動員。在「軍事全能主義」的蘇區封閉環境=，土

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已在革命運動初期基本被掃光殆盡。在孔急的反圍剿戰爭狀

態下，中共又必須動員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革命洪流來維持革命的績

效。這樣，中共為繼續推進動員貧僱農革命，不得不確立另一種賤民成份——

富農——作為革命組織的敵人，剝奪他們的一切權利，甚至生命權，來適應民

眾再動員的需要。至少在1929年底之前，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等鄉村舊惡勢力

還是中共鄉村革命不共戴天的頭號仇敵，而富農還是中共革命的同路人，但

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充分吸收了蘇俄的反富農

經驗之後，隨x中共六大相關政策在鄂豫皖蘇區的傳播，反富農之風在當地風

起雲湧。因此，在不忽略中共革命策略理論及其階級分析邏輯的主導作用下，

也應充分注意中共民眾動員的現實需要及柔性層面。就鄂豫皖蘇區的民眾再動

員而言，反富農又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李立三時期即開始反富農，但因地富

出身的地方領導群體及富農的抵制，招致宣傳不到位，加上並未強力執行，因

此並未起到民眾再動員的效果。但是，張國燾在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完畢來到

鄂豫皖蘇區之後，即面臨國民黨的迭次圍剿，為動員廣大貧僱農激情投入中共

革命的洪流，反富農就成為必然選擇。

張國燾深諳蘇俄肅反經驗，並有自己的手段及獨到見解。他為動員廣大貧

僱農投身革命，就採取民粹式群眾路線及肅反強力戰略，基本而言，其手段既

有中國法家傳統及鄉村小傳統式的，也有馬列主義式的，不但達到加強一元化

領導、控制鄂豫皖蘇區，使原先富農及富農出身的地方領導群體慘烈地被邊緣

化，而且也達到了通過反富農來驅動民眾動員機器的目的，這在革命動員前期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過在沒有相關剎車機制的制衡下，不得不說的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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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反強力戰略，不但

達到加強一元化領導、

控制鄂豫皖蘇區，使

原先富農及富農出身

的地方領導群體慘烈

地被邊緣化，而且也

達到了通過反富農來

動員民眾的目的。



66 學術論文 種民眾動員最終陷入的只能是「過度動員」之泥潭而不可自拔，因此某種程度而

言，也可見蘇維埃革命本身註定是不可持續的6。

這樣，中共革命及其民眾動員大體有這樣的輪廓過程，可以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由仇恨驅動的；第二階段是由土改形塑的；第三階段重點是反富農

的再動員。這個過程是經過不斷試錯整合而成的，並不是一條先期預定、一帆

風順的道路，這種道路充分展現了中共革命從城市轉入鄉村、從聯絡地方精英

到專注民眾動員的實踐過程。當然在這樣的民眾動員實踐中，奪取政權及建立

蘇維埃政府是其圍繞旋轉的真正軸心。

如此，革命因期望建立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而起，但在革命理想及現實

處境的調適與試錯之實踐過程中，奪取政權及權力的目標導向漸逐明確且變得

首要，要想成功攫取這一首要目標，就必須不斷提升自身的組織力、動員力、

凝聚力及控制力，而這種提升過程，亦導致中共自身的革命理想持續消退而布

爾什維克化原則逐漸增強，甚至造成更大的社會災難。不管如何，這種試錯式

民眾動員實踐，最終目標肯定是為建立中共特有的「軍事全能主義」體制，並進

而通過政權及權力的有效攫取，來最終實現革命的理想圖景。

二　革命畸變

通過上文對動員進程的梳理來看，蘇維埃革命最初是由出身地富家庭的中

共革命知識份子回鄉展開的。他們頗多都是道德絕對自信的革命者，在踐行共

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過程中逐漸明白，要實現這種圖景的主要手段就是奪取政

權及權力，然後通過政權及權力創造新的理想社會。

不過，在革命踐行中，一旦政權及權力被看作是使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

轉變為現實的主要手段，那麼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權及權力攫取成為首要目的，

革命中的理想與目的之間的界限遂變得模糊不清——本是為了目的，而宣揚的

卻是為了崇高理想，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式的不擇手段亦不可避

免。這樣，革命的崇高理想即成為道德面子，並成為政治布局的服務藉口。當

所謂革命崇高理想無法實現時，不擇手段即泛濫成災，最後的結果也只能是「手

段綁架理想」7，革命崇高理想在異化中畸變、走樣與變味，人在政權與權力嬗

遞及運轉機制面前同樣也失去了自我的價值。

正因為如此，當時這些革命知識份子就如陳永發所言，「大概從來沒想過權

力是否有腐化作用，作為道德和正義的化身，他們認為只要能真正有效地改造

中國，個人的自由（及尊嚴）並不重要，暴力流血也在所不惜。」8陳永發強調的

正是要正視政權及權力本身的「惡」，如不提防此點，就必然造成災難。比如鄂

豫皖蘇區為了加強政治控制和以民眾再動員為目的的反富農及肅反運動，不但

殘害異類，且大面積反噬自身。

談及此，也使筆者聯想到秦暉談中國傳統社會行為模式——「儒表法=」的

特徵。所謂「儒表法=」，即說的是「儒家政治」，行的卻是「法家政治」；講的是

「性善論」，行的卻是「性惡論」；說的是「四維八德」，玩的卻是「法、術、勢」；

在革命踐行中，一旦

政權及權力被看作是

使共產主義理想社會

圖景轉變為現實的主

要手段，那麼就不可

避免地使政權及權力

攫取成為首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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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是「倫理中心主義」，行為上卻是「權力中心主義」9。五四時期把反極權與反

儒家劃等號，中共革命更是把反極權與反文化傳統、反傳統文化（如儒家文化

等）等同起來，這種思路其實都是有問題的。反極權，應該更多關注、警惕的是

法家傳統（如極權主義、權謀方面等）的流延與泛用。筆者將中共革命反極權踐

行的行為模式稱為「共表權=」模式，即表面上說的是「共產主義理想」，內=行

的卻是「極權主義政治」；講的是「理想社會圖景」，玩的卻是「法、術、勢」。兩

者看似前後相延而又有斷裂性。「儒表法=」，「儒」和「法」本是兩套觀念制度，

因此才有表=之別。「儒表法=」的「儒」並非僅僅只是儒家觀念，更是儒家的制

度安排；「儒表法=」的「表」也不僅僅是流於口頭的政治主張，它也是政治統治

模式的一部分，只是這一部分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共」本來就與「權」密不

可分，中共革命中也沒有出現無「極權主義」、「權謀」方面的「共」。結合秦暉的

意思，筆者倒是覺得可以把中共革命視為「儒表法=」中「法=」對「儒表」的拋棄。

由於中共革命的衝擊，「儒表」已經喪失了合法性地位，無法再為「法=」提供法

理支援，那麼作為「=」的「法」或「權」自然就依附於新的合法性基礎之上，即「表

層化」的共產主義。

這=還有更深入的問題。作為政權及權力運作規則的「=」，與人們對權力

本身的期待與要求是兩回事，由此才產生了「表=」之別。如此，「表=」之別的

存在，在於人們無法正視政權及權力自身的運作規律。西式現代政治文明的建

立，起點就來自馬基雅維利將政治與道德、宗教等附加物剝離開，顯示出其赤

裸裸的本性與邏輯。後來的各種政治建設，都是以此為基點的。西式的政治模

式，就是在去掉政權及權力外圍的裝扮與修飾、權力直接露出本來面貌之後，

按權力自身的邏輯來限制「惡」的發生。而中共革命則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一方

面，它去掉了政權及權力外圍溫情的外衣，讓權力直接呈現於人們面前；另一

方面，卻沒有去限制政權及權力的「惡」，反而是直接將政權及權力視為合法

性，讓權力無限擴張與集中，形塑成一種「全能式極權主義」樣態。中共之所以

能夠這樣做，是因為政權及權力與革命是天然的同盟關係。這正如列寧所言：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一點，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

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bk

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革命奪取政權及權力最好的外衣，所以，以共產主義為

革命合法性，必然造成政權及權力的極度擴張、延伸與集中。在「儒表法=」行

為模式結束之後，中共革命其實是直接以「共產主義」來取代「儒表」的，但這=

的關係有所變異。在「儒表法=」行為模式下，「儒」與「法」是對立的，即「儒表法

=」行為模式可以起到遏制「法」的過度膨脹的作用。但中共革命以「共產主義」取

代「儒表」之後，由於革命與政權及權力本身就是同盟關係，相互支持，於是就

造成了內=的「法」（極權主義、權謀方面）的無限擴張、延伸與集中。

因此，中共革命踐行「共表權=」行為模式，其中「表=」的高度一致性及同

盟關係，最終形塑為一種「全能式極權主義」體制。在這種體制=，政權及權力

得到無限擴張、延伸與集中，在沒有相關機制制衡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一種奇

異的情況：作為整體的政權及權力，其本身力量愈來愈龐大，「擴張」與「延伸」

到無孔不入的地步；與此同時，「集中」也在隨時隨地強力發生。其間的彈性、

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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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分化與張力因素，必然致使政權及權力本身的「惡」隨之無限擴張與延伸。早期

道德絕對自信及理想化的知識份子型中共黨人在反富農及肅反運動中之所以慘

烈地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深諳馬列主義組織原則、中國法家傳統及鄉

村小傳統的中共黨人（如張國燾為首的新型領導），本身就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進行革命史研究，一定要注意此點，如果不承認這種現實，「用絕對的正確

或錯誤來定義某一個決定，那麼就會受一種殘酷的宿命論支配，以至無法對歷

史的經驗做出有益的反省；除了印證乾巴巴的教條外，歷史的豐富意義之源也

會關閉。」bl革命史是歷史研究的富礦帶，在輕輕撫慰我們的研究對象時，應該

本x多元統合的原則，從歷史經驗中孕育、吸取理性常識的教益。

三　革命正義道德之消解

那麼，傳統國家歷史書寫模式能否從歷史經驗中孕育、吸取理性常識的教

益呢？答案恐怕並非如此肯定。

自1950年代以降，中國官方的歷史書寫，尤其是革命史的書寫，嚴重地被

納入國家化軌道，這種意識形態書寫及配套教育方式，總是在為政權的合法性

進行一以貫之的論證；在後革命時代又經革命勝利者不斷裝扮、形塑，日久彌

新為單一話語結構及體系，其革命正義道德在國人心目中，就會享有至高無

上、至愛無雙的崇高地位，鋪天蓋地都是革命的正當性宣傳。任何人似乎只要

扯上革命的大旗，就佔據了道德召喚的至高點。一旦這種劇場效應形成，就會

帶來「左」的路徑依賴及相關負面遺患。

中國自1978年後，即進入大轉型時代。在這個時代，隨x中共革命事件的

過去及意識形態魔力的消散，組織系統內骨幹份子與民眾分離、游移都無可避

免地愈發突出，並導致組織體系及其凝聚力的瓦解、銷蝕。這樣，中國的官

民、貧富矛盾及仇恨如歷史劇場中一樣，總在重複、激化，並造成民間暴力事

件不斷生成與蔓延，中國好像又在漸逐陷入一個一以貫之的革命正義道德機制

輪迴的漩渦之中。

如此，要真正把脈革命正義道德消解問題，就需知曉中共革命緣起及動員

進程的內在理路。其中的內在理路其實很簡單：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強政府、弱

社會」式極權統治模式下，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尤其是前者一直是中國社會

的主要矛盾及仇恨，於是革命的根苗存在並萌芽。當革命的根苗與革命的火種

相遇，革命的烽火就會點燃。中共革命的火種，即早年深受激進主義思潮洗禮

的革命知識份子。他們下鄉動員懷有怨恨情緒的農民匯入革命洪流，切中的要

害即上文提到的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及仇恨，而將其整合到階級矛盾及仇恨

中，並在鄉村踐行打倒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的暴動，當時極為深入人心。之

後，隨x敵對國家力量的強力進入，鄉村社會即從群體性暴動走向革命。革命

過程中，中共的組織力、動員力、凝聚力及控制力得到不斷提升，傳統鄉村社

會結構即被打破，建立起來的卻是「軍事全能主義」體制。建國後，這種「軍事全

能主義」體制又直接過渡為「全能式極權主義」體制。

中國自1978年後，即

進入大轉型時代。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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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曾說：「充分地理解過去——我們可以弄清楚現

狀；深刻認識過去的意義——我們可以揭示未來的意義；向後看——就是向前

進。」bm歷史研究的目的是為尋求歷史真相，但最終目的是為探索未來走向。因

此，現今中國當政精英及組織應該從先輩革命的經驗及教訓中吸取深刻教益。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三十餘年，但這種「強政府、弱社會」式極權統治模

式形塑的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不僅未被根除，甚至有加劇的趨勢，這是中國

激進主義生成與泛濫的根源，如果繼續放任不管，導致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

的進一步激化，所引起的怨恨累積恐怕無法消解甚至會突破臨界點。一旦突破

臨界點，底層人們將再一次爆發反體制的叛亂或革命，其破壞性及殘忍性將是

無以復加的，而且這一歷史的周期也不會比前一段時間短。此外，要與這樣一

種後極權主義政權進行抗爭（妥協甚至是不可能的），只有進行民粹式的死命

抗爭，而抗爭的結果，要麼失敗，要麼成功。如果想成功的話，作為反抗的

主體必須是一個更有組織力、動員力、凝聚力及控制力的實體，不然毫無成

功之希望。在激烈抗爭的過程中，即使經受了浪漫、亢奮甚至鮮血沸騰的殘

酷之後最終走向了成功及勝利，但人們之後也會突然發現，舊的習慣及行為

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在廢墟上重建的也只是更加極權的國度，一切宛如昨天，

甚至更糟。

關乎此點，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研究法國大革命時就說，革命

最初追求的也是自由、平等、博愛等啟蒙理念，但革命後的社會只會更加極

權，這或許還是歷史傳統的延續，因為革命本身是國家極權的結果，但極其弔

詭的是，革命及後革命年代則又加劇了極權的程度bn。梁啟超也有類似的表述，

他說「革命只能產出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bo。通過他們兩人的表述可見，

激進主義是極權主義的變種，激進主義是暴力革命的嚮導，但是，以激進主義

反對極權主義，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會陷入激進與極權的輪迴。這樣，歷

史穿越彎曲的時空隧道，給後人帶來頗多經驗教訓：既然急風暴雨式的革命不

能隨意鼓譟，那麼就突顯出自覺理性的改良比暴力儀式性的革命更重要。

按照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闡釋，社會轉型本身不會產生革命及

大規模社會運動，只有當一個社會的變化不能及時調節或者說制度化時，社會

變遷才會成為大規模集體行動甚至革命的溫�bp。很明顯，亨廷頓所言的「及時

調節或者制度化」屬於自覺理性改良的範疇。那麼這種自覺理性的改良又是怎樣

的一種導向呢？可以斷定，中國式全贏全輸的零和革命方式換不來社會進步，

它必須對革命歷史中形塑的「共表權=」行為模式進行反思，在反思的基礎上促

成當政精英及組織對民權的逐漸讓步來實現中國的轉型與進步。當然，這只是

一種社會改良導向，筆者認為相互妥協、溫和穩健的制度性制衡及制度化抗爭

是進行自覺理性的改良、調適及消解革命正義道德機制輪迴的關鍵因素，並且這

種制衡性制度及抗爭性制度，其制度內涵、形式及技術是內生及外嵌相融合而生

成的，不是完全移植於西方，但可兼容並蓄地向西方學習、借鑒。

歷史在不斷變動中，已無數次地翻頁、翻頁、再翻頁，其累積與疊加已使

後人無法輕易轉身、走開。當我們回首凝視自己身後的影子及走過的道路時，

歷史已經賦予我們真切的使命：一方面，我們必須努力廓清那些官方話語中漂

激進主義是極權主義

的變種，激進主義是

暴力革命的嚮導，但

是，以激進主義反對

極權主義，不但沒有

解決問題，反而會陷

入激進與極權的輪

迴。既然急風暴雨式

的革命不能隨意鼓

譟，那麼自覺理性的

改良就比暴力儀式性

的革命更重要。



70 學術論文 染與塗抹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們還要仔細聆聽、閱讀，並不斷地重新思考、

檢討歷史，哪怕最後所剩的只是幾頁、幾行帶有淚水的有價值痕¾，呈現給這

個新世紀的平庸年代，但我們不要小看這種呈現，它可以溢出常識，幫助凡人

通過瑣碎的日常行為來理解理性共識的啟蒙。值得思考的是，在這個平庸年

代，中國會走出那個曾經的「革命困境」麼？會避免真正的「後革命困境」麼？中

國通向未來之夢的未來路徑還會是一種依賴路徑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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